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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

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

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

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

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

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

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

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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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普特南（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科尔曼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和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７）等对社会资本的突破性研
究，社会信任（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作为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再次
得到学界的重视 （Ｂｒｅｈｍ　＆ Ｒａｈｎ，１９９７；Ｋｎａｃｋ　＆ Ｋｅｅｆｅｒ，１９９７；

Ｎｅｗｔｏｎ，１９９７；Ｋｒｉｓｈｎａ，２０００），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社
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均涉及社会信任。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

社会信任是推进社会融合和保证社会运行的主要因素（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５０：

３１８）。西方学者将社会信任区分为普遍信任（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ｕｓｔ）和特
殊信任（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ｔｒｕｓｔ）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形态。普遍信任指信
任“那些我们并不认识的人或可能与我们不同的人”（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２：

１５）；特殊信任可被看做对熟人 （如家庭成员、朋友等）的忠诚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２００１；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２；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２；

Ｚｍｅｒｌｉ，２００３）。

１．社会资本研究起源于对西方社会的关注。在大多数学者看来，社会资本是由“主观纽带”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ｉｅｓ）与“客观组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两个维度构成，前者即我们熟知
的社会信任。由于社会资本在促进政府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国
际社科界涌现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信任的研究。

中国学者也开始讨论源于西方学术界的社会信任理论是否适用于

中国场景，并探索中国场景下对社会信任概念的定义和测量。这些研
究极大丰富了西方学界关于社会信任的理论，并为研究中国社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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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任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体而言，中国学者认可西方学界对社
会信任定义的二分法，即在中国社会里也存在着传统的、对熟人的特殊
信任和现代的、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虽然 Ｍ．韦伯和Ｆ．福山等西方
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过于强调熟人关系，因而会压制对
陌生人的信任，很难建立现代性的普遍信任关系；但中国学者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即传统的、对熟人的特殊信任与现代的、对陌生人的普遍信
任之间并非对立冲突关系，而是共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对熟人的特殊
信任可以转化为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杨宜音（２００８）强调对熟人的特
殊信任适应不流动和少流动的传统伦理社会，１而现代社会需要对陌
生人 的 普 遍 信 任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１；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２；

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２；Ｃａｌｌａｈａｎ，２００５）。

１．感谢杨宜音向我们提出这一观点。

如果说，对社会信任的概念化和测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的话，那
么，对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研究就显得严重不足。第一，以往研
究大多忽略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释社会信任是通过何种因果机制对社

区治理产生影响的。自普特南开始，大多数学者往往只关注特定地区
的社会信任水平与该地区整体的政治、经济指标间的回归分析，这一分
析方法虽然促进了对社会信任宏观效果的认识，但也忽视了对其微观
机制的研究，从而产生了因不了解中间变量的调节机制而导致的误解
或简化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目前，学界正经历着研究取向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转型，即将探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过程机制置
于突出位置，大大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复杂问题的能力。第二，以往研
究普遍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实证数据的支持，大多以个案分析来揭示社
会信任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虽提出了一些探索性观点，但不能得出具有
代表性的结论（因为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第三，尽管有限的
以抽样调查为基础的研究也涉及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的主题，但这些
研究存在着不足。例如，唐文方（２００８）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在个人层面上，普遍性社会信任确实有利于城市居民形成民主观念和
价值，并进而促进他们参与常规政治活动。但该研究并未直接探讨社
会信任对基层治理发挥作用的内在过程，因此也没有回答社会信任是
如何影响基层治理及其效应的问题。卢春龙（２００９）的一项基于三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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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普遍信任对社区治理效应有着显著的正面作
用，而特殊信任则不利于当下进行的城市社区建设。然而，该项研究仅
基于３个城市的调查，其结果的代表性有较大局限；并且，由于没有从
理论上解释社会信任影响基层治理的中间过程，便无法了解社会信任
影响基层治理的具体环节，仅呈现了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之间的
宏观因果性。可见，因果关系的判断不仅取决于自变量与因变量在统
计学上的相关性，更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厘清———自变量是如何通过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影响因变量的，这样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社会
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国内外现有的文献
“还没有解释清楚社区的（社会信任）与政府的善治结果之间的微观连
接的逻辑”（Ｂｏｉｘ　＆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９８）。
为了弥补社会信任研究中的上述缺陷，本文将重点探讨社会信任

对社区治理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首先，笔者力图建立本土化的研究
模式与理论分析范式来解释和分析两种形态的社会信任对社区治理效

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其次，本研究以中国１３个大城市的４８０个社
区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联立方程来检验社会信任影响社
区治理效应的具体机制。

一、关于社会信任因果机制的理论

在西方学术界，社会信任对基层治理产生影响的因果机制研究，标
志着社会信任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型。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主要讨
论社会信任到底会对治理效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的社
会信任是否会对治理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普特南（Ｐｕｔｎａｍ，

１９９３）认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信任（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间的差异
并不重要的，并建议这两种类型的信任都应当被视为社会资本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一个社会如果能在这两种类型的信任之间维持
一个合适的平衡，就会有效地促进基层治理。也有学者主张，只有普遍
信任才会促进政府治理，而特殊性信任对政府治理要么没有影响，要么
是负面影响（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２；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２；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１；Ｚｍｅｒｌｉ，

２００３）。
目前，由于现有的研究不能够有效解释社会信任发挥作用的复杂

过程，使得学者们对社会信任影响政府治理的微观机制缺乏了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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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些西方学者强调，社会信任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和机制才能实现的（Ａｄａｍ　＆Ｒｏｎｃｅｖｉｃ，

２００３；Ｔａｖｉｔｓ，２００６；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２）。Ｂｏｉｘ和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９８）认为，经过创
造理性的选民和有竞争力的精英、促进规则服从、养育公民道德、提高
官员效率和促成精英协作等五个中间环节，社会信任就可以影响地方
治理。由于精力与时间的限制，社区居民往往很难准确、公正地理解社
区中重要的公共议题，但社会信任的存在将有效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
并达成较为公正的共识。同时，社会信任也能有效促进政治精英与普
通居民的沟通与了解。关于规则的服从，对于社区这个“公共产品”提
供的主体，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而社会信
任的存在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它不仅能减少“搭便车”的动机，还能促
进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此外，社会信任不仅在社区普通居民之
间起作用，还能促进政治精英和社区官员之间的共识与合作。上述西
方学者的研究，使得对社会信任与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从宏观走向了
对微观机制的分析。

二、社会信任的概念化与操作化

如前所述，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信任有两种形态———普遍信
任和特殊信任。Ｆ．福山使用“信任的半径”来区分普遍信任和特殊信
任；尤斯拉纳（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２）把人们划分为普遍信任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ｕｓｔｅｒｓ）和特殊信任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ｔｒｕｓｔｅｒｓ）。当代研究社会信任
的中国学者也认为信任有多重形态，即信任的“差序格局”。中国人的
人际关系往往形成“家人”、“近亲”、“亲属”、“熟人”和“陌生人”的、由亲
及疏的圈子或格局；进而，中国人的“信任格局”也就由对最亲的人“全
信”到对陌生人的“防信”。杨中芳与彭泗清（１９９９）对有关中国人的人
际信任研究进行了综述和评价，进而提出了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本土
人际信任模式；王绍光和刘欣（２００２）在４个城市（上海、天津、武汉、深
圳）的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维持着一个亲疏有序的关系格局：
亲人间的信任高于朋友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高于熟人间的信任，熟
人间的信任又高于对陌生人的信任；另一些基于社会调查的研究也证
实了社会信任差序格局的存在（王毅杰、周现富，２００９；胡荣、李静雅，

２００６；李伟民、梁玉成，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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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也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

任，１借鉴国外调查采用的测量工具，本研究向受访者询问了他们对三
个问题的看法（回答均要求三选一），结果见表１。
如表１所示，本调查中的社区得分平均值大都在２分以上（也就是

“不好说”）。因此，在这些社区里，普遍信任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基础，
即普遍信任已经出现且形成一定规模。将上述三个问题调查结果的赋
值相加形成一个综合指标，体现了各个社区中普遍信任程度的高低（可
信度系数为０．７５），并作为本文联立方程的一个自变量。
特殊信任由于其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在不同文化环境下有着不同

的指向。２对于中国的特殊信任，很多学者认为可以从“关系”的角度入
手（Ｆａｒｈ，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Ｌｏ，２００３）。对特殊社会信任的测量，本研究结
合“关系”的视角和世界价值观念调查与东亚民意晴雨表中的相关问
题，向受访者询问了他们对三项陈述的看法（见表１）。几乎所有的社
区在这三个陈述上得分都远远超过了３（“不好说”这一水平），高的甚
至达到了４．７８（接近“完全同意”这一水平），社区等分平均值大致都在

３分以上。因此，在这些社区里，普遍信任已经初具形态，但特殊信任
的建立仍有很大的空间。将这三项陈述调查结果的赋值相加形成一个
综合指标，体现了各个社区中特殊信任程度的高低（可信度系数为０．
７２），并作为本文联立方程的另一个自变量。３

１．对于普遍信任的测量，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信任文化的区域差异，但由于其信任对象的普
遍，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这一差异是可以忽略的。我们发现，在一些重要的跨国研究中，例
如，世界 价 值 观 念 调 查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ｒｖｅｙ）、欧 洲 民 意 晴 雨 表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东亚民意晴雨表（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以及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中，都使
用了几乎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学者对信任的研究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学者往往
强调信任格局，强调对不同类型的人有着不同的信任。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的多次调查结
果表明，它们有着很高的效度和信度（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７）。

２．世界价值观念调查等跨国调查并未包括特殊信任，因此，我们对特殊信任的测量更多借鉴
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３．我们关于普遍性社会信任的结果与世界价值观念调查的结果非常类似，由于世界价值观
念调查没有调查特殊性信任，所以不能进行比较，参见（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７）。

三、社会信任与城市基层治理效应因果机制和研究假设

（一）城市社区治理效应及其测量
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其功能与城市居民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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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社区人际信任的分布状况　（Ｎ＝４８０）

项目
社区平均分
的平均值

社区平均分
的标准差

普遍信任

　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
　　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１

２．０４　 １．０７

　您认为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会利用
　　您，还是会尽量公正地对待您２

２．４８　 ０．９８

　大多数人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
　　是值得信任的３

２．１３　 ０．９７

特殊信任４

　只要有关系，什么事情都好办 ３．２９　 ０．８７

　私人关系比正式合同重要得多 ３．５３　 １．１３

　我只愿意帮助那些我认识的人 ４．０９　 ０．９３
注：１．选项为：１．要越小心越好；２．不好说；３．大多数人是
　可以信任的。
２．选项为：１．会利用我；２．５０％对５０％的机会；３．会尽
　量公正地对待您。
３．选项为：１．不可以信任；２．５０％对５０％的机会；３．可
　以信任。
４．受访者分别对这３个陈述进行打分，选项为：１．非常
　不同意；２．不同意；３．不好说；４．同意；５．完全同意。

常生活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
开，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迅速转变，原先以“单位”为主体的
城市基层治理已经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对公共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为
了解决城市社区面临的种种问题，城市基层治理制度改革被推上议事
日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民政部进行了“社区建设”的实验，进而在

２０００年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下简称：《意
见》），强调了推进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并提出建立新的城市基层治理
组织，即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取代旧有的居民委员会１。

１．居民委员会，在下文中简称为“居委会”。

如何定量考察社区治理的“效应”或“效果”？本研究使用社区居民
对社区工作的评价作为社区治理效应的量化指标。首先，从理论上看，
作为城市居民自治主体的社区，是以社区居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为基
础的，能够代表社区居民的意愿，因此，使用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评价来
量化社区治理效应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其次，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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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衡量社区治理效应的指标。由于各个社区的具体情况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服
务侧重点也不一样。所以，所谓“标准化的”、“客观的、”“普适的”指标
并不能真实可靠地衡量社区治理效果。正是由于社区治理的特殊性，
使得居民对社区治理效果的主观评价成为所能获得的最优的量化指

标。表２是社区居民对每个社区在６个项目评价的平均值，反映了社
区居民对社区治理效果的评价。

表２：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评价均值统计分布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子系数

从总体上看，我认为社区的管理工作
　对所有居民都是公正的、透明的

３．６４　 １．１５　 ０．７４４

提供社区服务（比如社会救助和福利
　服务，各种便民服务）

３．３４　 １．０２　 ０．９２４

维护社区卫生 ３．３９　 １．３１　 ０．９２７
繁荣社区文化 ３．２５　 １．２４　 ０．９４１
美化社区环境 ３．２８　 １．１９　 ０．８５６
加强社区治安 ３．１５　 １．３７　 ０．８９１

　　在调查中，受访居民对社区委员会治理工作的效果进行评价：治理
的公正透明、福利服务、卫生、文化、环境和治安等方面，１其中，有５项
被《意见》列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试验性调查发现上述六个方面是
社区居民广泛关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公正
性和透明程度做出了中等偏上的评价（均值＝３．６４），对社区在维护治
安方面的评价一般（均值＝３．１５）。因子分析显示，社区居民对社区治
理评价的内在一致性程度较高，可以相加构成综合指标，以表现不同社
区的治理水平。在联立方程模型中，该变量为因变量。

１．在问卷调查中，被访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六个方面打分，选项为：１．很差，２．比较差，３．一
般，４．比较好，５．非常好。

（二）中间机制与前提变量
基层社区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社会信任对社

区治理效应的影响可能通过三个具体中间机制传导：选举质量、大众参
与和非政府组织，本研究假设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主要通过这三个具
体机制影响社区居委会的治理表现（见图１）。换句话说，社会信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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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地影响并改变这三个中间环节的水平，从而影响社区居委会的治
理质量。

图１：社会信任与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应的机制

　　第一，相关研究表明，有着较高普遍信任程度的社会成员较少担心
会被政府官员或政治制度利用，因而更有可能对政治制度产生信任感
（Ｂｒｅｈｍ　＆Ｒａｈｎ，１９９７）。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７）主持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发
现，几乎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普遍信任提高了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
的信任感。此外，普遍信任会帮助社会成员产生对“民有”、“民治政府”

等基本民主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因为那些愿意信任其他社会成员的个
人，更愿意相信那些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并较少去质疑其他社会
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Ｔｒａｎｓｕｅ，１９９９）。
第二，一些研究认为，普遍信任会刺激社会成员参与公共政治事务。

那些愿意信任其他社会成员的个人也愿意相信他们的政治行为会得到

其他社会成员的支持，从而使得他们更加愿意参与政治事务。Ａｌｍｏｎｄ和

Ｖｅｒｂａ（１９６３：２８５）认为，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会产生政治影响。

他们发现，在美国和英国，一个人越是信任其他社会成员，他也就越会相
信他能够和其他社会成员一道（采取行为）来影响政府。Ｂａｈｒｙ和Ｓｉｌｖｅｒ
（１９９０）则认为，普遍信任对促进那些需要社会成员合作的政治行为（如
游行）尤为重要。胡荣（２００８）根据２００５年在福建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发
现，普遍信任对“利益表达类型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性影响，即普遍信
任能够促进社会成员参与到争取政治利益的行为中去。
第三，普遍信任能培育社会公益精神，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并帮助

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团体、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公共问题。Ｕｓｌａｎｅｒ
（２００２）认为，“社会信任是把一个社会整合起来的道德力量，非政府团
体是社会信任的自然派生物”；并且，“参与非政府团体和社会志愿行为
是与社会信任紧密相关的”；普遍信任能将合作、团结和公益等道德规
范灌输给社会成员，并促进社会成员参与非政府社会团体和服务于社
会公益。正如Ｐａｘｔｏｎ（１９９９）所建议的，那些愿意信任其他社会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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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他们会注意到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
的，这就会使他们超越个人利益而去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培育出共
同的利益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参与非政府社会团体。

以往研究成果为本文建立立足于中国场景的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

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根据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特点，社会信
任是如何在中国场景下影响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业委会的，进而影响
一个社区的治理水平呢？

选举质量　社会信任通过影响社区选举质量从而影响社区治理效
应。对于选举质量与治理效绩的关系，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民主选举质
量会对这些政府的治理表现产生显著影响（Ｐｉｔｋｉｎ，１９６７；Ｖｅｒｂａ，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８；Ｍａｎｉｏ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当然，选举质量一般由选民对选举过程本身
进行评估测量。尽管研究选举政治的学者对选举质量影响地方政府治理
作了多种解释，不过他们似乎都赞成：一个民主质量高的选举更有可能产
生代表更广泛公民利益的政府。因此，一个民主选举建立的治理主体更有
可能对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负责，并能更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

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与选举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政策方向
上，普遍信任者与特殊性信任者往往有着不同的偏好：普遍信任者是社
区导向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而特殊信任者由于对陌生人的怀疑，

有可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牺牲社区整体利益。因此，在不同社区里，

社区选举质量会因为不同水平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而发生很大差

异。社区选举质量差异又会影响社区治理质量，一个选举质量较高的
社区居委会更有可能对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负责和更有效地处理社区事

务。本研究将选举质量操作化为对选举公正程度和透明程度的评
价。１统计显示，选举质量平均值大致都在３分以上（见表３），分数越
高，则选举质量越高。

１．关于选举的公正度，要求被调查者对最近一次的社区选举程序是否公正进行评价；关于选
举的透明度，要求被调查者对最近一次的社区选举程序是否透明进行评价。被调查者要求在

１－５分打分，１．很糟糕，２．不行，３．马马虎虎，４．还不错，５．很好。

大众参与　社会信任能影响社会参与进而影响社区治理效应。大
众参与和监督社区居委会的日常运作是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社区成
员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是实现社区“善治”的关键。正如普特南（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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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强调的，在一个社区内，大众参与有利于帮助居民提出自己的利益要
求。区别于传统的“政治”（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善治强调公共政策的决策机
构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双向交流与沟通。社区成员的主动参与有助于保
证社区居委会政策与民众利益的一致，会显著地降低在信息和政策执
行上的交易成本。同时，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２）强调社会参与对提高政府的责
任范围的重要性，大众的社会参与可能促使社区领导对更为宽广的居
民利益负责任。

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与大众参与均有着密切的关系。广泛的普遍
信任者可以使集体行动的难题容易在一个社区得到解决，社区大多数
成员会毫不迟疑地参与合作行为，比如，彼此交换信息、与社区领导进
行沟通和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但是，特殊信任者对圈子外的人持有
不信任态度，就不太可能参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行为；即使参与，其心
中只在那些与他们各自小圈子有关的政策或利益上。本研究将大众参
与操作化为社区居民与社区居委会的直接接触。１统计显示，大众参与最
低分１．２３，最高分２．３４（见表３），分数越高，表明直接接触越多。

１．在调查中，询问了受访对象“在过去一年里，是否去过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就社区存在的问
题反映过意见或表达自己的建议”，被调查者要求在１－４分打分：１．没去过，２．去过一两次，

３．去过几次，４．去过很多次。

非政府组织　本文的非政府组织指由民众自发建立并自主管理的
非正式组织。非政府组织能促进人们的合作，达成共识，能够代表社区
成员监督社区管理者（Ｒｔａｄ，２０００，２００８；何艳玲，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因此，

能够有效地推动高效、透明和公正的治理。调查发现，在众多自发创建
的组织中（如秧歌队、合唱团等），只有业委会与社区治理的关系最紧
密，也最有可能对社区治理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业主委员会（下简称“业委会”）大多由业主自发、自愿建立，旨在为
不同背景业主的利益服务。在许多社区里，业委会在表达业主利益方
面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帮助汇聚业主的意见（杨敏，２００７）；通
过动员业主，能给社区居委会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张紧跟、庄文嘉，

２００８）；能有效运用法律或媒体影响社区居委会的决定。因此，业委会
能够较好地促使社区居委会为广大成员的利益服务。

然而，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城市社区居民的构成变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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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多元化，很多学者注意到业委会的形成依赖于普遍信任的存在，特殊
信任似乎明显阻碍了业委会的形成（何艳玲，２００６）。因此，普遍信任对
于建立非政府组织起到积极作用，能够鼓励不同背景的人们在一个社
区里互相交往与合作。但是，特殊信任对于建立非政府组织存在不利
的影响，它会排斥与“陌生人”的实质性交往。因此，社会信任通过影响
业委会的建立进而影响社区治理质量。根据以社区为单位的调查，建
立业委会的社区占１８％（见表３）。

表３：中介解释性变量的描述分布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选举质量
　选举的公正度 １．７８　 ４．４３　 ３．０８　 ０．４５
　选举的透明度 １．８１　 ４．１８　 ３．１９　 ０．４７
大众参与

　与社区居委会
　　的直接接触

１．２３　 ２．３４　 １．９２　 ０．１７

非政府组织
　是否有业委会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１８　 ０．２３

（三）研究假设
基于上面的讨论，本文有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１：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有积极影响，进而对社区治理效应产

生积极作用；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有消极影响，进而对社区治理效应产
生消极作用。
假设２：普遍信任对大众参与有积极影响，进而对社区治理效应产

生积极作用；特殊信任对大众参与有消极影响，进而对社区治理效应产
生消极作用。
假设３：普遍信任对建立非政府组织有积极影响，进而对社区治理

效应产生积极作用；特殊信任对建立非政府组织有消极影响，进而对社
区治理效应产生消极作用。

１．所调查的城市包括：北京、沈阳、天津、成都、武汉、西安、郑州、南宁、上海、广州、深圳、青岛
和兰州。

四、数据与分析

２００８年６－８月，本调查在中国１３个大城市１进行，采用与样本规
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ＰＰＳ抽样）方法，通过三阶段（区、街道、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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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抽样，选取了４８０个社区居委会。第一阶段抽样，以１３个城市
所有区级单位为总体，抽取３０个区；第二阶段抽样，运用ＰＰＳ抽样分
别在各样本区中抽取４个街道办事处；第三阶段抽样，运用ＰＰＳ抽样
分别在各样本街道中抽取４个（社区）居委会。在被抽取的社区居委会
中，根据户籍资料采用等距抽样抽出被调查户，在每个被调查户使用

Ｋｉｓｈ表抽取访谈对象。调查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７　０２１份，有效回收
率约为９７．５％。样本基本特征（见表４）虽然不能与这１３个大城市的
基本人口特征完全吻合，但是已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样本具有
足够的代表性，能够反映这１３个大城市的情况。

表４：样本基本统计特征　（Ｎ＝７　０２１）
Ｎ． ％

性别

　男 ３　６５１　 ５２．０
　女 ３　３７０　 ４８．０
年龄

　１８－２９　 １　９５２　 ２７．８
　３０－３９　 １　８６８　 ２６．６
　４０－４９　 １　５０２　 ２１．４
　５０－５９　 １　０４６　 １４．９
　６０岁以上 ６５３　 ９．３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１　４８１　 ２１．１
　高中和中专 ２　９５６　 ４２．１
　大专 １　３７６　 １９．６
　大学 ９６２　 １３．７
　研究生及以上 ２４６　 ３．５

　　本研究建立的数学模型如下：

ｙｉ＝εｉ＋γ１ｉ·ｘ１＋γ２ｉ·ｘ２

ｙ６ ＝ε６＋∑
ｎ＝３

ｉ＝３
βｉ６·ｙｉ＋∑

ｋ＝２

ｊ＝１
γｊ６·ｘｊ

其中，ｉ＝３，４，５；ｊ＝１，２。ｘ１＝普遍信任，ｘ２＝特殊信任，ｙ３＝选举质量，

ｙ４＝大众参与，ｙ５＝建立业委会，ｙ６＝社区居委会治理效应。
基于联立方程的分析结果，研究有下列四个发现。
第一，三个中间因素对社区治理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两种类型

的社会信任对社区治理的直接效应是非常弱的。这就意味着社会信任
不会直接影响基层治理效应，更准确地说，这一影响需要经过一系列中
间机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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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联立方程分析结果　　（Ｎ＝４８０）
社区居委会
治理效应

建有业委会 ０．２３５＊
（０．１１９）

大众参与 － ０．３００＊
（０．１５２）

选举质量 － － ０．２１９＊＊＊
（０．０３２）

普遍信任 ０．２４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特殊信任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常数 ３．７１５＊＊＊ ３．０４２＊＊＊ ０．３７４＊ １．２３８＊＊

（０．８９２） （０．１７５） （０．２２３） （０．５８９）

系统权重Ｒ２　 ０．１４６３

　　　　注：１．表格中数字为ＳＵＲ系数；括号中数字为标准差。
２．＊ｐ ＝０．１０，＊＊ｐ ＝０．０５，＊＊＊ｐ ＝０．０１。

３．系统权重Ｒ２按 ＭｃＥｌｒｏｙ算法计算 （ＭｃＥｌｒｏｙ，１９７７）。

　　第二，来自联立方程的结果表明，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强烈影响了
选举质量。当一个社区拥有大量的普遍信任时，就可能促进选举的民
主质量，而特殊信任容易对这一选举质量产生负面影响。选举质量显
著、积极地影响着社区服务的质量。因此，社会信任对社区治理效应的
影响之一是通过选举质量实现的。
第三，特殊信任对社区中业委会的建立有着潜在的消极影响。如

果特殊信任在一个社区里盛行，业委会就很难成立；而业委会是一个维
护、表达业主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它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有着显
著、积极影响。因此，特殊信任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有着间接的负面影
响。与此同时，普遍信任却没有对业委会的成立产生显著影响。可能
的原因是，即使在一个高度普遍信任的社区中，居民可能会因为自身可
支配时间、社会技能和权利意识等原因而无法成功建立业委会。换句
话说，虽然特殊信任会阻碍业委会的成立，但普遍信任也不一定会对建
立业委会产生影响，其原因还有待研究。

第四，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对大众参与起着正面影响，但不具统计显
著性，意味着大众参与也许被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所刺激，但是也可能由
一些其他的因素所引起。Ｋｒｉｓｈｎａ（２０００）指出，社会信任不是影响政治参与
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比如参与的时间、资源、能力等也可能扮演着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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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角色，这些因素很可能抑制了社会信任对大众参与的影响。
表６提供了上述联立方程模型的一些补充信息，这些补充信息与

表５一起，充分表明了联立方程模型是一个有效且必要的模型。表５
所示，该联立方程的系统权重Ｒ２ 约为０．１５，说明了模型较好反映了社
区治理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表 ６ 所示，无论从方程间协方差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还是相关性（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角度看，本研究不同方程间的相
关性是不能忽视的。１

１．在联立方程中，不同的单个方程的误差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在这一情况下，如果能
将跨方程相关（ｃｒｏｓ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引入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ＳＵＲ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方法，也称ＪＧＬＳ（Ｊｏｉ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或Ｚｅｌｌｅｒ
方法，正是使用方程间潜在的相关性来提高估计值的准确性。ＳＵＲ方法首先使用ＯＬＳ回归
方法求得残差，继而以此求得方程间的协方差矩阵。由于其优越性，最近在许多社会科学领
域，该方法都得到广泛应用。在模型中，由于方程间潜在的相关性（见表６），ＳＵＲ方法能给出
比较可靠的统计结果。

表６：联立方程的相关统计信息
Ｃｒｏ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选举质量 大众参与 建有业委会
社区居委会
治理效应

选举质量 ０．７９５８７８ －０．０２９６９０　 ０．０１０２５４　 ０
大众参与 －０．０２９６９０　 ０．０３０５６５　 ０．００５１４５　 ０
建有业委会 ０．０１０２５４　 ０．００５１４５　 ０．０４９５９５　 ０
社区居委会治理效应 ０　 ０　 ０　 ０．０９３２２
Ｃｒｏ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选举质量 大众参与 建有业委会
社区居委会
治理效应

选举质量 １ －０．１９０３８　 ０．０５１６１　 ０
大众参与 －０．１９０３８　 １　 ０．１３２１４　 ０
建有业委会 ０．０５１６１　 ０．１３２１４　 １　 ０
社区居委会治理效应 ０　 ０　 ０　 １
Ｃｒｏ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选举质量 大众参与 建有业委会
社区居委会
治理效应

选举质量 １．０４４１１　 ０．２０９５６ －０．０８１５８　 ０
大众参与 ０．２０９５６　 １．０５９８３ －０．１５０８７　 ０
建有业委会 －０．０８１５８ －０．１５０８７　 １．０２４１５　 ０
社区居委会 治理效应 ０　 ０　 ０　 １
Ｃｒｏ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选举质量 大众参与 建有业委会
社区居委会
治理效应

选举质量 １．３１１８９　 １．３４３６ －０．４１０６　 ０
大众参与 １．３４３６０　 ３４．６７４２ －３．８７４９　 ０
建有业委会 －０．４１０６２ －３．８７４９　 ２０．６５０１　 ０
社区居委会治理效应 ０　 ０　 ０　 １０．７２７３

·６３·

社会·２０１１·６



五、结论和意义

本研究建立了有关社会信任两种类型在理论和计量上的区分，在
此基础上，探究了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与社区治理效应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不会直接影响社治理效应，而是通过中
间机制：选举质量、居民的社会参与和业委会的存在来影响社区居委会
的治理表现。其中，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对社区居
委会的治理表现产生了正面且显著的影响。但是普遍信任对居民的社
会参与和业委会是否建立的影响并不像对选举质量那么显著，可能是
这两个中间变量还受着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同时，特殊信任对三个
中间因素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业委会的建立和选举质量，进而对社
区居委会的治理表现出消极的影响（尽管不具显著性）。同时，特殊信
任对大众参与影响较弱，模型发现，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对社区居委会
治理的直接效应几乎可以忽略。
上述发现回应了社会科学研究取向的转型问题。正如前文所述，

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至今，最严重的就是缺乏对因果规律内在机制的
探讨。因此，本文强调社会信任对城市基层治理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
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研究重视对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宏观相关
性分析，却未深入挖掘这一相关性背后的机制；定性研究往往是小样本
个案研究，虽然能对具体个案有深刻的了解，也总结或提炼了政治现象
之间的因果链条，但是定性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代表性问题，也就是从小
样本个案研究中所发现的多重因果链条能否推广到更大规模的总体中

是一个问题（Ｋｉｎｇ，Ｋｅｏｈａｎｅ　＆Ｖｅｒｂａ，１９９４）。本研究为弥补定性研究
与定量研究上的不足做了有益的探索。
从理论贡献的角度看，本研究弥补了以往关于社会信任的应用研究

中的缺陷，揭示了社会信任影响基层治理效应的中间环节，为后续的研
究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而且，这一研究模式可能也同样适用
于对政治信任的研究。目前的很多对政治支持的研究也只停留在宏观
因果关系的探讨上（Ｎｅｗｔｏｎ，２００１），对政治信任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多
数学者仍是莫衷一是，并缺乏实证的研究来检验这些微观机制。
当然，本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索：从地方政府层次揭示社会信任影响

政府治理的具体机制，即从更高的政府单位层面上发现社会信任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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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影响政府治理效应的中间机制中，除了本文探
讨的三个中介变量外，还可能存在其他中介变量，如社区认同也会影响
社区治理效应。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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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ｎ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４２（２）：１５５－１８３．

Ａｌｍｏｎｄ，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１９６３．Ｔｈｅ　Ｃｉｖ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Ｆ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ａｈｒｙ，Ｄｏｎｎａ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０．“Ｓｏｖｉｅｔ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８４（３）：８２１－８４７．

Ｂｏｉｘ，Ｃ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Ｎ．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９８．“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８（４）：
６８６－６９３．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Ｐｉｅｒｒｅ．１９８７．“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３２）：１－１８．

Ｂｒｅｈｍ，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Ｗｅｎｄｙ　Ｒａｈｎ．１９９７．“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１（３）：９９９
－１０２３．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２００５．“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Ｖｏｔｅ　Ｂｕ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３）：４９５－５０８．

Ｃｏｌｅｍａｎ，Ｊａｍｅｓ　Ｓ．１９９０．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ａｒｈ，Ｊｉｉｎｇ－Ｌｉｈ，Ａｎｎｅ　Ｓ．Ｔｓｕｉ，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Ｘｉｎ，ａｎｄ　Ｂｏｒ－Ｓｈｉｕａｎ　Ｃｈｅｎｇ．１９９８．“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ｘｉ：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ｓ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９（４）：４７１－４８８．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９５．Ｔｒｕｓｔ：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１．“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２（１）：７－２０．
何艳玲．２００６．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
析 ［Ｊ］．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５）．［Ｈｅ　Ｙａｎｌｉｎｇ．２００６．“Ｆｒｏｍ‘Ｋｅｃｅ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ｔｏ ‘Ｈｅｚｕｏ　Ｓｕｐｐｌ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ｅｑｕ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何艳玲．２００７．街区组织与街区事件———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权力结构分析框架的
建立 ［Ｊ］．中 山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４）．［Ｈｅ　Ｙａｎｌｉｎｇ．２００７．“Ｊｉｅｑｕ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Ｊｉｅｑｕ　Ｅｖ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荣．２００８．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Ｊ］．社会学研究 （５）．［Ｈｕ　Ｒｏｎｇ．２００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荣、李静雅．２００６．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Ｊ］．社会 （６）．［Ｈｕ　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Ｊｉｎｇｙａ．２００６．“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Ｒｏｎａｌｄ． １９９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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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４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ｉｎｇ，Ｇａｒｙ，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１９９４．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ｎａｃｋ，Ｓｔｅｐｈｅｎ．２００２．“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６（４）：７７２－７８５．

Ｋｎａｃｋ，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Ｋｅｅｆｅｒ．１９９７．“Ｄｏ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ｖｅ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ｙｏｆｆ？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２（４）：
１２５１－１２８８．

Ｋｒｉｓｈｎａ，Ａｎｉｒｕｄｈ．２０００．“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Ｉ．Ｓｅｒａｇｅｌｄｉ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李伟民、梁玉成．２００２．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Ｊ］．社会学研
究 （３）．［Ｌｉ　Ｗｅｉｍ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　Ｙｕｃｈｅｎｇ．２００２．“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ｕｓ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Ｍ．ａｎｄ　Ｅｉｌｅｅｎ　Ｍ．Ｏｔｉｓ．２００３．“Ｇｕａｎｘｉ　Ｃｉｖ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１（１）：１３１－１６２．
卢春龙．２００９．社会信任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３）．［Ｌｕ　Ｃｈｕｎｌｏｎｇ．２００９．“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ｉｏｎ，Ｍｅｌａｎｉｅ．１９９６．“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９０（４）：７３６－７４８．

Ｍａｎｉｏｎ，Ｍｅｌａｎｉｅ．２００６．“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ｒｕｓｔ：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９（３）：３０１－３２４．

ＭｃＥｌｒｏｙ，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Ｂ．１９７７．“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ｆｏｒ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Ｇｌａｈｎ’ｓ　Ｒ２ｙ．ｘａｎｄ　Ｈｏｏｐｅｒ’ｓ　ｒ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６（３）：３８１－３８７．

Ｎｅｗｔｏｎ，Ｋｅｎｎｅｔｈ．２００１．“Ｔｒｕｓｔ，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Ｒｅｖ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２２（２）：２０１－２１４．

Ｐａｘｔｏｎ，Ｐａｍｅｌａ．１９９９．“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５（１）：８８－１２７．
彭泗清．１９９９．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 ［Ｊ］．社会学研究 （２）．［Ｐ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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